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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史和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研究

──対現代性的再反思──

金 観 涛

〈JIN Guantao, 香港中文大学〉

女士們、先生們 :

在巨変的時代回顧和展望漢学研究時，我不由想起1939年 R. G. Collingwood在他的自伝

中講過的一句話 : 「二十世紀哲学的主要任務在於考量二十世紀的暦史」。今天二十世紀已成

爲暦史，如菓用柯林伍徳的標准來衡量，二十世紀哲学的任務却没有完成 ; 因爲二十世紀的

哲学尚不能理解二十世紀的暦史。我認爲，這和中國研究存在的問題有極大関係。 1988年12

月初，我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公開演講中，曽経用西方中心論的破産和社会主義実践的興起與

失敗來概括二十世紀暦史的大趨勢。這両個大趨勢恰恰都和中國在過去一個世紀的鉅変有着

不可分割的聯係。雖然過去一百年中漢学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梺越來越大的比重，並将十

九世紀集中於中國伝統社会和文化上的重心転移到中國社会近現代変遷中來，但令人深思的

是:中國在二十世紀変遷的暦史経験以及所梺的重要地位却没有進入主流学術界的理論視野。

学術界一直没有找到能把握中國近現代社会変遷脈膊的宏観理論，以至於我們無法在哲学上

整体地考量二十世紀。

就以西方中國研究爲例，1970年代之前西方衝撃──中國回応這様一種模式一直支配着

中國近現代暦史研究， 西方漢学研究幾乎完全看不到如下事実 : 中國正在發生的大躍進和文

化大革命既非極権主義所能解釈，也不是用民族主義或帝國主義理論所能把握的。 1980年代

西方漢学界終於認識到，必須従中國本身社会文化發展脈絡和它内部的問題來理解近現代演

変的重要性，以 「在中國發現暦史」 爲口號的中國中心観在漢学研究中興起。但是暦史的吊

詭在於，中國社会変遷総是走在中國研究前面，一種新的研究方向尚未真正開始時，它就很

快過時了。従1978年開始中國改革開放，二十餘年來経済高速増長，面目日新月異，成爲二

十世紀最後十年世界奇景。雖然中國仍然堅持説自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会主義，但実際上大

圦市場経済，在法律等方面也試図與西方接軌，融入全球資本主義体係。在中國國内，現代

化近代史観已圧倒長期主導中國学術界的馬剋思主義史観，在九十年代後期，西方漢学研究

中的中國中心観亦被区域史和後現代主義解構了。今天的中國研究処於一種令人困惑的境地:

一方面中國研究従來没有象今天那様専門化和細致，従社会結構分析到案例研究，従康有爲、

梁啓超、毛沢東思想到新儒家応有尽有 ; 峇一方面這些被分割爲無数細塊的専門化研究却不

能惡合成整体図画，使我們対中國在二十世紀發生的一切有更深的理解並対新世紀具備某種

長程的視野。

我認爲，中國研究的困境是因爲研究者有意無意地被以西方経験爲中心的現代理論所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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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 ; 無論是馬列史観還是現代化史観，以至於後現代史観，都未能走出西方中心論的陰影。

這種状况在二十世紀幾乎難以避免，因爲無論我們如何注重東亜和西方的差異及中國社会文

化的特殊性 ; 在現代性研究的最深層面，幾乎很難否認，現代社会起源於西方，非西方社会

的現代転型基本上是一個西方衝撃下向西方学習的過程。這也正是現代化史観和衝撃回応説

会長期梺居漢学界主流地位的原因。中國中心観雖然注意到十九世紀中國近現代社会変遷的

内部動力，以及中國実際上是従自身内部需要來選択西方的不同資源 （如馬剋思主義和自由

主義等） 和社会發展模式，它們始終不能回避中國現代化的暦程爲西方衝撃下向西方学習之

過程這一基本典範，也就是説，它在方法論上仍無法逃離西方中心論的引力場。這様一旦中

國対外開放把学習西方現代経済和法律制度放到首位時，中國中心観不得不再次譲位於現代

化史観，並随着西方現代化史観被後現代解構而七零八落，而不能爲理解今日之中國提供一

種宏観的図画了。國際漢学界是1990年代後期，開始全面質疑西方中心並対中國中心観本身

的問題也進行了反思。例如一些経済史家發現，十八世紀的欧洲與同時期的中國的共同之処

多於其與十九、二十世紀的欧洲的共同之処。1 因此有必要重新検討現代資本主義経済体係的

起源。浜下武志發現自明代以來亜洲和東南亜特別是中、日、韓、越南之間形成的貿易網並

非朝貢関係所能包含，而具有相当程度現代資本主義遠程貿易的成嚴。2 也就是説，如菓従全

球化市場経済的出現來概括現代社会起源，在東亜地区也能找到和西方現代経済源頭類似的

結構。我認爲，対西方中心論構成越來越強有力挑戦的是近年來的思想史研究。因此，在這

個鉅変的時代，従思想史理論角度回顧現代化理論並展望今後中國研究也許具有特殊的意義。

従観念変遷來考察現代性的起源，就不能不提到著名的韋伯命題。無論是把現代化視爲

工具理性的拡張，還是強調個人権利的興起，現代性起源於西方似乎早有定論。但是，近年

來的研究表明，東亜的理性主義以及個人観念不僅與西方不同，而且這些観念在不同的地区

和國家也有着極強的本土的起源，遠不能簡単地概括爲向西方学習過程。如菓僅僅是学習西

方，是不能解釈東亜現代社化和現代観念的巨大差異的。早在半個世紀前，丸山真男的研究

表明 : 日本近現代思想同徂徠学存在著内在聯係，而徂徠学実爲江戸時代儒学在日本的独特

發展。即日本古学通過山鹿素行、 伊藤仁斎到荻生徂徠那里，已出現了政治和道徳的分離 ;

成爲日本近代接受西方思想之載体。3 対於儒学來説，政治和道徳的分離，即意味終極関懐和

理性的分離，它使得理性能或爲社会行動和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基礎。這同西方工具理性起源

於新教倫理異曲同工。換言之，江戸時代儒学之変構同日本在明治時代迅速実現社会転型似

乎存在着内在的関聯。 将上述分析投射到現代性起源問題上，我認爲 : 丸山真男是従日本前

近代思想韋伯式的分析出發，得到了一個現代性在日本起源方面和韋伯相反的結論。東亜現

代社会之形成並不能簡単地帰爲対西方現代社会制度和思想的引進和学習。

1990年代後，丸山真男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視，並影響中國学術界。人們發現，雖然丸山

真男対朱子学和徂徠学的把握都有偏差，但他提出日本現代政治文化和徂徠学的関係是十分

重要的，値得進一歩研究。4 丸山真男發現或許有普遍意義，即江戸時代儒学在日本独特的發

展同日本近現代政治文化的関聯並非偶然現象。那麼，対於具有相同儒家文化源頭的中國和

韓國，現代政治文化是否也與明清以來儒学形態有関廢？這就需要従新的角度対中國和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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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政治観念和其儒学伝統的関係進行長程宏観的結構性研究。其中従新的視野來重新検討

中國近現代思想和儒学的関係就成爲我們能否突破現代化理論的西方中心観的関鍵。

與日本相比，這方面的研究在中國長期來被忽略。其原因不難理解，因爲五四後形成的

中國現代政治思想被視爲反伝統的産物，在断裂説梺主導地位的視野下，現代中國似乎同儒

学伝統無関。但自1980年代開始，溝口雄三發現，中國的近代 （現代） 思想同前近代 （明末

清初） 存在著割不断的聯係。5 1990年代儒学和中國現代思想的関係之研究開始受到重視。

2000年我們在研究中國現代思想起源時發現 : 中國現代思想諸流派和儒学在明末清初的新流

派在深層結構方面具有同構性，6 我們称明清以來的儒学爲中國近代伝統。2002年我們利用比

較観念史方法證明以壘適爲代表的中國式自由主義和戴震哲学有著類似的思想方法。 通過

「中國近代自由主義起源與發展之観念史研究──従乾嘉到五四」 課題研究發現 : 明代以後

儒学爲主体的中國近代伝統和中國現代思想有著内在的聯係。7 至於韓國現代政治文化的儒学

関係， 自1990年代也開始受到学術思的注意。8 基於上述研究，我們提出一個假説 : 明末気

論対程朱理学的衝撃導致中國明末清初儒学新典範 （我們称其爲中國近代伝統） 與日本江戸

時代古学的出現，它們是東亜政治文化現代転型的本土資源。9 2002年我們在東京大学召開的

國際研討会上就有関論点作主題發言時，提出儒学在前近代東亜的發展如何影響中、日、韓

三國現代政治文化研究不僅在理論上具有的重要性，而且対於認識東亜三國今日的政治文化

差異也十分関鍵。10 我們認爲只有通過中、 日、韓三國学者密切的合作， 儒学在前近代的發

展與東亜三國政治文化的近現代転型作的比較研究才能深入下去。今日在回顧和展望巨変時

代漢学研究時，我仍想再一次表達去年講過的呼吁 : 在全球化大行其道時，雖然学術研究很

次要，而思想史研究則処於越來越邊縁位置，但我們仍然応該特別注重対過去両個世紀思想

史的研究。這一探索除了必須具有中西比較宏観視野外，還応強詞中、日、韓三國伝統和現

代関係之比較及思想的互動。只有這様，我們才能面対二十世紀向人類提出的最重要哲学問

題 : 現代化是否就是西方化？或者説多元現代性真的存在嵎？如菓新時代漢学研究能爲這一

有争議的理論問題提供新方向或新答案，那将是令人鼓舞的。

中國近現代観念史研究 （或者廣義地講中國和東亜近現代観念之演変） 除了対破除現代

化理論中的西方中心論有着重要意義外，今天還有其在漢学研究中特殊的重要性。衆所周知，

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來，漢学研究所發生的一個前所未有的変化是 : 随著電脳的普及和大量

思想史和暦史文献電子文本的出現，我們可以建立探討観念起源和演変的専業性数据庫。従

來新観念的出現和普及必須使新的詞匯，字匯和語言意義的統計分析一直是掲示新観念起源

和演変的工具。正如嫐尓 ・ 貝剋所説 : 「假如我們要想發現在任何時代都能当作通向知識的

秘密通道的那扇小後門話，我們就得好好尋找某些不大容易被注意到的、意義也不大明確的

詞匯， 它們可以無需擔心而且不必研討就従口里或筆下流出來 ; 這些詞匯由於経常被重覆，

已経喪失了它們隠喩的意義，往往被人無意之中誤認爲就是客観実在」。11 但是在1990年代之

前，利用関鍵詞及語言統計分析來探索現代思思想起源或演変之過程是不可能的。有関現代

観念起源的假説 （如韋伯命題） 亦無法用経験事実來加以検験，正如 JohnMilton所説: 「思

想誠実性対於暦史学家説來甚至比対科学家更爲重要，因爲和科学家不一様，暦史学家並不

観念史和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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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自己的結論受到実験的検験。他知道自己的作品可能流伝数代而未被人検査，所以只有

良心是他自己的制約者」。12 這使得観念史研究長期被局限在人文哲学層面，無法同社会科学

大範囲地融爲一体。今日専業据庫的出現第一次向研究者展示了剋服這種困難的可能性。特

別是中國現代思想是在1830年－1930年一百年間形成的，而這一百年間的文献大約可以用数

以億字計的数据庫來涵蓋。我們従1997年起，在多項大型研究計壤支持下，目前已建立了約

6000萬字的中國現代思想史研究数据庫。我們可以借助数据庫來研究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

而且我們可以想見，随着専業数据庫的普遍建立和廣泛使用，研究者可以通過語言和語言伝

播的経験数据和数据旡掘方法來実證很多原來不能検験的理論和猜想，使得観念如何従伝統

向現代転型獲得深入認識。在這一意義上講，観念史研究在二十一世紀上半叶将面臨一場深

刻的革命，它或許最早發生在今後的漢学研究中。也就是説，漢学研究正在孕育着今後社会

科学、人文暦史和哲学這些不同学科的互相交叉並対人類社会演化理論的新視野，這是我対

新世紀中國研究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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